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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末新军以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实力最为雄厚。但后者中的革命士兵倒戈打

响了辛亥首义的枪声 ,前者成为袁世凯威逼清室 、胁迫革命的私人工具 。从袁世凯 、张之洞的

个人因素来看 ,袁 、张不同的练兵动机导致了迥异的治军之道 ,进而形成两军相去甚远的内在

素质 ,最终决定了两军不同的政治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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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军以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实力最为雄厚。但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士兵(包括一些中下级官佐)

倒戈打响了辛亥首义的枪声;北洋新军却成为袁世凯威逼清室 、胁迫革命的私人工具 。本文拟从两军编

练者袁世凯 、张之洞的个人因素出发 ,比较分析两军发生这种异化的根源。

一

甲午战败 、民族危机日深的历史背景决定了袁世凯 、张之洞必然以忠君报国 、御侮自强为练军旗帜 ,

但作为封建官僚 ,他们又不可能不搀杂个人的政治动机 。

袁世凯出身于“累世勋阀”的封建大官僚地主家庭 。就其个人来说 , “世凯的权欲 ,本来旺盛 ,是一个

盲进不已的人”[ 1](第 135 , 136 页)。少年时便好出风头 ,入仕后 ,更以出人头地 、高官显爵为人生追求 ,其

“攫取高位之野心 ,无时或辍”[ 2](第 43 , 44 页)。

众所周知 ,袁世凯是以小站练兵起家的。当时 ,甲午战败 ,举国震惊 ,朝野上下 ,皆曰练兵。袁世凯

看出这是一个出人头地的大好机会 ,便四处钻营 ,结交权贵 ,终获督练新建陆军的重要职权。从此 ,他发

狠经营 ,以求作为日后显达的政治资本 。袁世凯也确实因此而日趋显赫。短短几年 ,他先后晋升直隶按

察使 ,升任工部右侍郎 ,署理旋实授山东巡抚 。1901年始 ,即长期执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权柄 。

亲身经验使袁世凯深信“有军就有权”的法则 ,一直牢牢抓住 、尽量扩充这支军队 。当被荐为山东巡

抚时 ,他借口“鲁省军队 ,非己部曲 ,感情未易融洽”
[ 2]
(第 44 页),要求率武卫右军前往。在直督任内 ,他

先以“直省幅员辽阔 ,又值兵燹以后 ,伏莽未靖 ,门户洞开”为理由 ,继以日俄交恶 , “畿辅为根本重地 ,防

范尤须稳固” [ 3](第 428 , 874 页)为借口 ,几经扩充 ,终成六镇庞大兵力 。

显而易见 ,袁世凯练兵的最大动机 ,在于极力把北洋军私化为自己攫取政治权势的筹码 ,以满足其不

断膨胀的权力欲。这一点 ,张之洞曾一语道破 ,谓袁世凯“借俄事而练兵 ,借练兵而揽权”
[ 4]
(第 9125页)。

张之洞亦出身于仕宦之家 ,26岁题名探花 ,1866年登上仕途。中法战争期间 ,他署理两广总督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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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军需供应 ,饱尝国防军火依赖于外人的辛酸苦涩 ,始办洋务。1889年 ,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 ,大规模

展开以练兵 、兴学 、办厂为三大端的湖北洋务新政 ,而尤“以练兵为第一要务”
[ 5]
(卷 49)。可见 ,张之洞练

兵与他参与中法战事的苦涩经历有关。

另一方面 ,在外患日急 、内患日重的情势下 ,疆臣的守土职责使张之洞感到亟须一支强大的军队。

他说:“弟……以外任十余年来 ,防海防江 ,迫于职守 ,不能不从多年老兵 、他邦客将寻访考求。”“论武汉

形势重要 ,华洋具瞻 ,实为天下重镇 ,必宜有精兵一两万 ,始足威慑济用 。”[ 5](卷 219 、57)很明显 ,张之洞编

练新军的目的 ,是要抵御外侮 ,镇压内乱 ,为清王朝保卫地处要冲的两湖地区。

当然 ,身为封建官僚 ,张之洞不可能忽视个人权力 。在某种程度上 ,他把湖北新军作为自己的政治

后盾 ,也暗中含有和袁世凯较量的成分
[ 6]
(第 145 页)。但张之洞却不像袁世凯那样一味追逐权势 ,而是

更加注重“为国求富强”[ 7](第 16 页)。这与其人生追求有关。张之洞一生浸润儒学 ,著述丰厚 ,自然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视为终生政治抱负。为此 ,面对内外交困之“世变” ,他只有“竭蹶支

柱”
[ 5]
(卷 228),以便为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支撑两湖这一方天地。是故 ,湖北新军所以编练也 ,湖北新

政所以筹划也。至后来入主军机 ,参与主持清末新政 ,也不外是对这一抱负的继续追求。

不难看出 ,中法战争的亲身经历 、疆臣的守土职责和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使张之洞力图把湖北新

军营建成御侮自强保国家的武装力量。这是张之洞练兵的最大动机 。而袁世凯一心想把北洋新军私化

为攫取权势之政治资本的练兵动机与之相比 ,确实不可同日而语 。

二

动机引导行动。袁世凯 、张之洞练兵动机不同 ,治军之道自然相去甚远 ,进而势必影响到两军官兵

的内在素质(非军事技术素质 ,主要指思想道德 、文化水平及理解能力等)。

先看选将募兵。初一看 ,袁世凯 、张之洞的做法似乎相同 ,除初期吸收了少数旧军将领外 ,两军将领

多选自武备学生和回国的军事留学生 ,士兵皆按“募兵格式”严格挑选 。但仔细一考 ,就显出差别了 。选

将方面 ,袁世凯只限于自己开办的北洋学堂毕业生 ,即使对于当时极受重视的留学生 ,袁世凯也只吸收

自己派遣的 , “非北洋保荐的士官生回国后 ,就很难插足于北洋军”[ 8](第 42 页)。袁世凯之所以如此 ,是

考虑到既要以北洋军作为日后的政治资本 ,就必须练成其“绝对服从命令”
[ 9]
(第 8 页)。本门弟子受其多

年“洗脑” ,北洋观念早已根深蒂固 ,师生之谊又使其行为意识受到无形束缚 ,更易忠诚于己。而张之洞

为练就一支御侮自强卫国之师 ,选将当然要惟才是举 ,不论门派 ,如他曾向袁世凯“恳借拨训练成之官弁

六人来鄂”[ 5](卷 160)。结果 ,北洋将领均出自本门 ,在组织上逐渐形成一个严密封闭的军事集团 。即使

在袁世凯去职以后 ,名望如吴禄贞者 ,身居第六镇统制要职 ,尚被“小站旧人”大加掣肘 ,根本“不能由他

指挥如意”[ 10 ](第 79 页)。袁世凯在职之日 ,其系统的严密封闭性可想而知 。生活在这样一个密不透风

的“箱子”里 ,将领们难以接触到外来新鲜思想 ,在观念上必然日趋保守 。相对而言 ,来源的非派系化使

湖北将领阶层容易接触外来新鲜思想 ,观念相对开明。第八镇统制官张彪就被外国观察家认为是“中国

最开明的将领之一”
[ 6]
(第 146 页),第 21混成协统黎元洪更以“开明”著称

[ 11]
(第 387页)。

募兵方面的差异主要有二:兵源的新旧与文化素质的高低。这里先谈兵源 。袁世凯的作法是:一面

招募新兵 ,一面改编旧军 。北洋六镇中 ,第二 、三 、六镇以新兵为主:第二镇是 1902年在直隶各地选丁训

练成军的 ,第三镇是日俄战争期间从鲁豫皖等省招募而成的 ,第六镇以武卫右军 、南洋自强军为主
[ 12]

(第 100 , 101 , 106 , 128-130 页)。第一 、四 、五镇以改编旧军为主:第一镇原是京旗常备军 ,基本在京营八旗兵

丁中挑选 ,第四镇主要由保阳练军暨亲军马队 、元字淮军和亲军马步营裁改归并而成 ,第五镇以武卫右

军先锋队为主力
[ 12]

(第 93-97 , 111-115 , 124 , 125 页)。可见 ,北洋“新军”六镇实乃半系招募新兵 、半系改编旧

军而成。张之洞起初也曾尝试改编旧军 ,但在发现由武铠左营改编的护军中营“操练未见起色”后 ,即

“令全行裁撤”。从此 ,他基本放弃改编旧军 ,专心一意 ,“另募精壮” [ 12](第 203 页)。至 1906年 ,湖北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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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镇一混成协时 ,除极少数营队外 ,其余皆由逐年增募新兵而成。如 1903年 、1904 年就分别添募1 000

人
[ 12]

(第 204 页)。

兵源的新旧之别势必影响到士兵的内在素质 。旧军“人皆乌合 ,来去无恒” ,“里居不确 ,良莠难分” ,

“积习锢弊 ,一入膏肓” ,由此改编的“新军”必然带有浓厚的旧军积习 。袁世凯 、张之洞皆深明其理 ,故在

招募新兵时 ,除要求身强体健外 ,皆规定须报明家口住址 ,族邻保结 ,并拒收“素不安分 、犯有事案者”[ 13]

(第 45 , 46 页)。这样募集的新兵必多是质朴强健的青年 。也就是说 ,与半由旧军改编的北洋新军相比 ,

基本由新兵组成的湖北新军 ,士兵相对质朴 ,少成见无习气。问题是 ,袁世凯既深知“勇营习气 ,尤须悉

力扫除” [ 13](第 45 , 46 页),为何仍要大量改编旧军入新军呢? 惟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尽量扩充军力。

再看“训兵” 。表面上看 ,袁世凯 、张之洞训兵内容大体都是忠君爱国 、自强御侮 、忠孝节义 、功名利

禄之类。但二人训兵的侧重点大不相同 。袁世凯重点灌输忠孝节义 、敬上死长 、功名利禄 、生死天命等

思想 。这在集中反映其练兵思想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他训道:众将士“受高位” ,

“食厚饷” ,“当思所以图报” ,应以“矢忠诚” 、“励忠义”为“职分所应尽者”之首事 。不过 ,袁世凯要求的是

对他个人的忠诚 、忠义
[ 14]

(第 256 页),尽管他有时不得不用朝廷“深仁厚泽”之类的漂亮言辞来掩饰 。他

规定将士“职分所应尽者”之第二条为“敬官长” :“平居事之 ,宜如子弟之敬父兄;临事卫之 ,应如手足之

捍头目。”袁世凯更大肆宣扬功名利禄 ,说什么“只要忠勇廉洁” 、“恭顺勤奋” ,便“程途自远” , “高官显秩

无难拾级而升 ,厚禄重糈可以操券而获” 。袁世凯还用宿命论思想愚弄将士 ,谓“人之生死皆由命数” ,

“敌何能为” ?故应“枪林弹雨 ,视若无睹”
①
。张之洞训兵则重点强调忠君爱国 、自强御侮 。这在他亲撰

并要求将士熟读唱诵的《军歌》中体现得最为直接而充分 。该军歌一方面以大量篇幅歌颂大清王朝的

“深仁厚泽” ,要求将士“立志要把君恩报” ,一方面联系中外兴衰史例 ,反复陈说“自强”的必要性:“我国

文弱外人多耻笑 ,若不自强瓜分岂能逃 ?请言印度国土并非小 ,为奴为马不得脱笼牢 。 ……请言日本区

区三海岛 ,威我强国全球敬且褒。不羡日本善用船与炮 ,只羡全国人心如漆胶。我国同种国民四百兆 ,

何难发愤为雄展龙韬 ?欲保国家须有精兵保” , “同种固结外人难动摇” 。如此铺陈 ,可谓发人深省 ,亦可

见作歌者的良苦用心:“以期感发其忠爱之忱 ,鼓励其自强之志。”虽然歌中也有“楚军楚将从古声名好 ,

封侯拜相平地登云霄”的言辞 ,但全歌仅此一句而已
[ 5]
(卷 106)。

教育心理学认为 ,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袁世凯一味灌输的“忠孝节义” 、“敬上

死长” 、“功名利禄” 、“生死天命”之类 ,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基本吻合 ,将士心中本就有

深厚的基础 ,加之将领身处封闭系统 ,难以接触外来思想 ,士兵泰半来自旧军 ,带有浓厚积习 ,这使

得袁世凯灌输的那一套自然成为军中思想观念的核心 。而湖北新军将领比较开明 ,士兵质朴少成

见 ,在张之洞的谆谆教导下 ,思想观念的核心必然是“忠君爱国” 、“自强御侮” 。两相比较 ,湖北新

军的思想观念进步得多 。在以救亡为主题的近代社会 ,忠孝节义 、敬上死长 、功名利禄 、生死天命

之类无疑是腐朽落后的 ,自强御侮则是时代要求 ,爱国更是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永远高举

的旗帜 。当然 ,张之洞宣扬的忠君也是腐朽落后的 ,且逆时代潮流 。不过在张之洞自己看来 ,他宣

扬的这些观念彼此并不矛盾:忠君即爱国 ,爱国须忠君;要忠君爱国 ,必自强御侮 。实际上 ,练兵动机决

定了张之洞必然要求将士具备这些品质:只有既忠君爱国 ,又自强御侮 ,才能外御列强 ,内平“乱党” ,而

后方能保全两湖地区 。而我们也毫不奇怪袁世凯为什么要将士养成那种腐朽落后的思想观念 ,其目的

就是要将士人人以高官厚禄为人生追求 ,以“忠诚”于袁世凯自己为“职分所应尽者”之事 ,英勇作战 ,奋

勇向前 , “庶几得为节制之师” ,“临阵亦各能争先效命”
[ 13]

(第 148 页)。

三

在袁世凯看来 ,要练成北洋军“绝对服从命令” ,仅靠“训兵”是不够的 ,更须以权术治军。为此 ,他绞

尽脑汁 ,计出百门。其一 ,与诸将结成封建宗法关系。小站练兵时 ,各营处将官或是袁世凯的故交(如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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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楷),或拜袁世凯为老师(如段祺瑞),或认袁世凯作义父(如段芝贵)。对后来军事学堂和留学归国的

学生 ,袁世凯同样常收作义子或门生
[ 8]
(第 29 页)。其二 ,施诸将以厚恩 。北洋军官在投奔袁世凯以前 ,

“大都地位很低或不甚得志” 。一旦被袁世凯网罗 ,立即委以重任 ,其后更屡加保举 , “使其或综师干 ,或

领疆圻” [ 15](再版序二)。其三 ,以金钱收买 ,巧施小恩小惠 。金钱收买是袁世凯最常用的方法[ 8](第 29

页),小恩小惠是袁世凯最善用的手法 。如袁世凯偶患感冒 ,慈禧太后赏人参四两 ,银四千 ,令其调养。

“袁即以后之赐 ,悉分给武卫军将领及军人。”[ 2](第 43 页)其四 ,实行严刑峻法 ,树立权威。袁世凯制定名

目繁多的律令 ,若不遵从 ,不是降薪 、罚饷 ,就是撤职 、棍责 ,甚至斥革 、斩杀[ 13]
(第 127-145 页)。其五 ,大

造个人迷信。袁世凯指使私党在营中供设他的“长生禄位牌” ,到处散布“袁大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我

们要为袁大人卖命”的类似言论
[ 8]
(第 29 页)。

其实 ,袁世凯的治军之“术”何止于此 ?实际他“玩弄权术 ,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境界”[ 9](第 168 页),而

在这令人眼花缭乱 、诡诈多变的权术背后 ,隐含着袁世凯的练兵“秘诀” 。秘诀一是恩威并济。用袁世凯

自己的话说 ,就是“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 ,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和钱 ,不从就吃刀”
[ 9]
(第 8 , 9 页)。北

洋将士既以功名利禄为人生追求 ,又屡受袁世凯高官厚禄之恩赐 ,自然奉袁世凯为“衣食父母” ,“只有听

命于他 ,才能升官发财”成为军中普遍心理[ 9]
(第 9 页)。而严酷的刑罚律令又使将士懔然惧怕。将士的

进退荣辱 、生死赏罚全操诸袁世凯一人之手 ,怎敢不“绝对服从命令” ? 同时 ,袁世凯巧妙的小恩小惠更

让将士深感其德而达收买人心之“奇效” 。袁世凯以太后所赐分发将士后 , “一时欢声雷动 ,谓督师身居

显位 ,尚眷顾吾辈 ,咸歌功颂德不置”[ 2](第 43 页)。况且 ,将士们早已以“忠诚”于“袁宫保”为“职分所应

尽者”之事 ,整个军营又长期弥漫在浓重的个人迷信气氛中 ,潜移默化 ,将士心中自然只知有袁世凯而不

复有清室了。

秘诀二是格外重视“驯将” 。一方面 ,袁世凯利用封建宗法关系约束诸将。在当时 ,宗法关系依然严

格地规定着上下尊卑秩序 ,而维系这种秩序的规范就是忠孝节义 、敬上死长等纲常伦理。袁世凯与持此

等观念的北洋将领结成师友父子等宗法关系 ,正是要用这层关系来约束他们。对北洋将领来说 ,袁世凯

不仅是宫保 、督办 、大帅 ,更是恩师 、严父 、好友 ,不仅应“忠”之 、“卫”之 ,更应以“孝” 、“义”待之 。这样 ,从

思想意识到行为 ,诸将均于无形中被袁世凯牢牢控制。另一方面 ,袁世凯给诸将以恩遇。将领们蒙袁世

凯屡加提拔 ,身受袁世凯“知遇”之“厚恩” ,自然产生报恩心理 ,对袁世凯不只感恩戴德 ,而且甘效死命。

段祺瑞就“常常对知交说他受袁宫保的私恩太重” ,一惯对袁世凯“惟命是从”
[ 15]

(第 152页)。袁世凯被罢

后 , “北洋派大将冯 、段等人经常轻车简从地到彰德来提供情报或有所请示”
[ 8]
(第 91页)。北洋将领对袁

世凯的忠诚 ,可见一斑。我们知道 ,将领系全军之主干 、骨干 ,自上而下构成指挥系统 ,从某种意义上说 ,

将领的忠诚就等于全军的忠诚 。因此 ,北洋将领对袁世凯的忠诚可以说是其练成北洋军队“绝对服从命

令”的关键 。

张之洞则不像袁世凯那样以权术治军 ,这主要由其与袁世凯截然不同的练兵动机所决定 。当然 ,张

之洞也有刻意经营之事 ,那便是力开“兵智” ,即设法提高士兵的文化素质(两军将领多来自近代军事学

堂 ,文化素质相当)。募兵方面 ,张之洞把文化素质作为一项重要条件 ,不仅予以明文规定 ,而且逐渐提

高要求。1898年 ,他在把工程队扩充为工程营时 ,规定“专选二十岁以下兼能识字者方准收入”
[ 12]

(第

202 页)。1902年 ,又把“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列为“湖北练兵要义”第一条[ 5]
(卷 57)。两年后 ,更要

求新募之兵“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 [ 17](第 204 页)。这些规定充分说明张之洞对新军文化素质的

高度重视和对知识青年的热忱欢迎 。湖北新军也确实招收到大批知识分子 , “秀士入营者颇多”
[ 16]

(第 4

页)。同时 ,张之洞也很重视士兵入营后的教育。1902 年 ,张之洞在新军各旗 、营分设大 、小“讲堂” ,辟

设“阅报室”[ 5](卷 57),这无疑有利于提高士兵的文化素质 。特别是张之洞别出心裁 ,创设湖北陆军特别

小学堂 ,于士兵中考选“文理通顺”者 ,令其“昼则来堂讲求学科 ,夜则归营” ,“更番毕业 ,更番入营” ,从而

“于练兵之中寓普及教育之意”
[ 5]
(卷 70)。后虽因受参奏只招收了 1 800余名学兵

[ 17]
(第 373 页),但这一

大批学兵(占湖北新军总数的 1/10强)集中到学堂接受教育 ,文化水平肯定会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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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 ,袁世凯对士兵的文化素质就不够重视。从募兵看 ,他对士兵的身体条件规定得详细而严

格 ,对文化程度却无任何要求
[ 13]

(第 46 , 707 页)。在入营后的教育方面 ,北洋也远不及湖北 。以第六镇为

例 ,除工程兵因兵种需要而学习“认字”一年外 ,其余步 、马 、炮 、辎重各营士兵便没有专门接受文化教育

的机会了[ 13](第 692-707页)。

结果 ,北洋新军不但“兵丁多不识字” ,官弁亦有“不通文字”者
[ 13]

(第 149 , 103 页),其文化素质实难与

湖北新军相提并论 ,以致一次秋操大典后 ,时人评价曰:北洋新军“以勇气胜” ,湖北新军“以学问胜”[ 18]

(卷 4)。这当是较为恰当的评价 ,否则 ,革命党人怎么可能用书报作为“改换新军脑筋” 的一个重要手

段? 文化程度不仅是一个人知识占有量的标志 ,而且直接影响其思想观念和理解接受能力。文化素质

较高的湖北新军 ,思想观念自然较为开放 ,理解接受能力相对较强。

那么 ,张之洞为何孜孜以求 ,开启“兵智”呢? 他说:“盖兵不识字 ,遇有传达命令 、探报敌情及一切行

军规模符号 、营官所发地图 ,皆不免有茫昧扦格之虞。”[ 5](卷 57)但他的认识并没有停留在军事需要的层

面上 ,而是把开启兵智与御侮自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认为“自强生于力 ,力生于智”
[ 5]
(卷 203),也就是

说 ,只有新军官兵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 ,才能够“明理” 、“知耻” ,深刻理解御侮自强的道理 ,而后方能唤

起他们抵御外侮 、捍卫君国的强烈责任感和义务感 ,进而迸发出强大的战斗力。而且 ,张之洞所谓的开

“智”并非仅指开“兵智” ,他要开启包括新军在内的全体民众之“智” ,所以 ,他以“兴学”为鄂省三大要政

之一 ,而这又成为湖北新军能够招收到大批知识青年的重要原因 。对一个封建士大夫来说 ,见识如此高

远 ,实属难能可贵。

四

综上所述 ,袁世凯 、张之洞不同的练兵动机导致了其练兵治军之道的差异 ,从而形成了两军不同的

内在素质 。为私化北洋新军 ,袁世凯只选本门弟子为将以便驾御 ,大量改编旧军以扩充军力 ,更以腐朽

落后的封建思想和诡诈多变的权术相配合 ,愚弄奴化 、笼络恐吓将士 ,使其于不知不觉间“堕其术中” ,最

终养成落后保守 、自私自利 、只知高官厚禄而不顾国家民族 、惟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国家的低劣品性。

张之洞为把湖北新军练成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装力量 ,另募新兵以改旧军积习 ,为求将才而“一秉至

公” ,开启“兵智”使之“明理” 、“知耻” ,对将士进行忠君爱国 、御侮自强思想教育 ,从而造就了一支思想观

念较为开放进步 、文化程度较高 、理解接受能力较强的近代化军队。

然而 ,张之洞个人的努力终究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滚滚车轮 。他以“身心性命之学”[ 5](卷 188)练成

湖北新军 ,其中的革命士兵却倒戈一击 ,打响了辛亥首义的枪声 。这是张之洞始料不及的。其实 ,正是

这支军队较高的内在素质 ,为革命党人实行“抬营主义”准备了良好的先天条件 。

首先 ,新军士兵忠君爱国 、御侮自强的思想观念与党人的革命救亡理念有很大的相通之处 ,二者都

强调御外侮 ,雪国耻 ,挽救民族危亡 ,这为党人“改换新军脑筋”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党人在开展策

反工作时 ,紧紧抓住士兵的这种爱国心理 ,从救亡入手 ,容易获得他们的好感与认同 。这种好感与认同

是其投向革命而迈出的最可贵的第一步 。

其次 ,新军士兵较高的文化素质为党人的策反活动提供了极大便利。由于士兵多识字通文理 ,较易

“了解革命之旨趣” ,党人便在营中大量散发革命书刊 ,让士兵在阅读的过程中自己琢磨其中蕴含的革命

道理 。《大江报》就“在各标营设分销处和特约通讯员 ,平日免费赠送各营队`义务报' 一份”
[ 19]

(第 649

页), 《革命军》 、《猛回头》、《警世钟》被士兵们“奉为至宝”[ 20](第 134-136 页)。值得指出的是 ,近代学堂是

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最早 、最浓厚的场所 ,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昼则来堂” 、“夜则归营”的特殊制度使近

2 000名学兵能够“出其(堂中)所得”与“营中故人……从容坐而讨论焉”
[ 13]

(第1051 页),反清革命思想遂

遍播军营 。

最后 ,将领阶层的相对开明决定了其对士兵的控制较为松懈 ,对军营中的“出格”言行略为宽容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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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党人在军中获得了一定的活动空间 ,便于展开革命活动。

如此看来 ,虽说在策反新军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革命党人 ,但这支新军较高的内在素质却是党

人传播革命思想的沃土。而这片沃土恰恰是张之洞一手培育的 。无怪乎起义爆发后 ,时任湖广总督的

瑞澂说:“总督张之洞费十数载之经营 ,糜数千万之库帑 ,辛苦选练 ,而不料均为匪用也 。”这不是恰好从

另一方面证明了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在客观上为辛亥革命准备了物质条件吗 ?这大概就是人谓张之

洞“种瓜得豆”的原因吧。

比较起来 ,党人对北洋新军的策反成效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虽然 ,北方党人不可能不注意到庞大的

北洋新军 ,也投入了一定精力 ,除上文提到的吴禄贞外 ,张榕等也把新军作为重点联络的一个对象 。但

总体而言 ,党人打入北洋新军者寥寥无几 ,工作富于成效而又久于其任者几不可得 ,即使是担任统制要

职的吴禄贞 ,也难以展开革命活动。澳籍学者冯兆基断言:“北洋军队里没有革命运动 。”[ 6](第 233 页)这

固然值得商榷 ,但至少说明党人对北洋新军的策反成效甚微 。这不能不说与北洋新军低劣的内在素质

有关 。这样一支落后保守 、只求高官厚禄 、惟知效命一人的军队 ,怎么可能会投身革命而甘冒杀身之祸

呢?

相反 ,北洋新军的低劣品性却恰恰成为袁世凯将这支军队私化为个人工具并用以要挟清室和革命

的内在因素 。被罢之前 ,袁世凯尚不敢有异志 ,“充其量欲为一权臣而已”[ 9](第 297 , 298 页)。待到武昌革

命发动 ,清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 , “非袁不可收拾”的叫嚷声响成一片 ,清廷便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

这其中的关键显然在于北洋军只听命于袁世凯一人 ,满洲亲贵指挥不动。北洋军队成了袁世凯复出 、重

掌大权的最大筹码。在束手无策的满洲亲贵和幼稚的革命党人面前 ,大权在握的袁世凯野心日渐膨胀 ,

终生窃国之念。他不断打出北洋军队这张王牌来威逼清室 、胁迫革命 。只知追求高官厚禄 、见利忘义的

北洋将士 ,尤其是对袁世凯感恩戴德 、甘效死命的北洋将领 ,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 ,便惟袁世凯之命是

从 ,甘愿充当其手中工具了 ,哪里还顾什么君臣大义 、国家民族? 于是 ,便演出了北洋将领时而“誓死反

对共和” ,时而要求“立定共和政体”等一幕幕历史怪剧 。

总而言之 ,导致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异化的因素虽然是多方面的 ,但袁世凯 、张之洞的个人因素确

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二人截然不同的练兵动机导致了迥然相异的治军之道 ,进而形成两军相

去甚远的内在素质 ,最终决定了两军不同的政治取向。

注　释:

①　袁世凯“训兵”资料除注出者外 ,皆见袁世凯:《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之《训将要言》 ,《训弁要言》 , 《训兵要言》 。昌言报

馆 19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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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ang le o f YUAN Shi-kai' s and ZHANG Zhi-dong' s personal ef fects , the essay

has comparatively analyzed the courses of the No rthern New A rmy' s and the Hubei New A rmy' s

alienation.It w as the dif ference in thei r motives fo r t roop t raining and means of commanding armi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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